
论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
乡土志的时代特色

邹 涛 卢华语

［摘要］西南地区虽地处偏远，但乡土志编撰仍不可能脱离时代前进的步伐，故清至民国时期本区乡土志也富有
鲜明时代特色:如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 学习先进科
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追赶世界发展进程的近代化内容丰富; 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
郁;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等。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对研究近代西南地
区的历史发展和近代化进程非常重要，颇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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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是清政府为培养国民爱国精神、巩固

国家统治于 1905 年倡导并开始编撰的新型初等

小学教材，其内容丰富全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

料。由于乡土志产生的历史时期特殊，编写和运

用的时段主要在中国动荡变化的清末至民国时

期，故深深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时势既殊，

情事各别”［1］( 序) ，相对偏远的西南地区编撰乡土

志凡 109 种，且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迄今为

止，学界未见专论当时西南乡土志时代特色的成

果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期抛砖引

玉。

一、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

这是清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的一个重要时

代特色。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府面对列强的肆意侵

略，为培养国民的爱乡爱国情怀，实行了全方位的

教育改革，其中就包括编写和使用初等小学教材
“乡土志”。从乡土志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清政府的

改革目的不难看出，乡土志必定带有御辱雪耻、救
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特色，这在当时本区乡土志的
“序”和“跋”中表现尤其突出。当时本区乡土志

有“序”者 45 种，附“跋”者仅 8 种。在数量较多的

编有“序”的乡土志中，几乎都会论及培养国民的

爱乡爱国情感。如《丹棱县乡土志》“弁言”云:

“方今强邻逼处，虎视鹰瞵，非亟图自强不能国于

地球之上”［2］( 弁言) ，道出当时国人面对列强觊觎的

强烈危机感。而《南部县乡土志叙》呼吁:“欲人人

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 号召乡土教育应“完全人

格、巩固邦基、消弭外患者犹朝潮夕汐之不可思

议。”［3］( P． 327) 很明显，该乡土志不仅反映了“消弭

外患”的御辱雪耻时局诉求，更体现了培养国民的

爱国之心的宗旨，是那个时代民族危机异常严峻

的真实写照。民族危机引发国人强烈的爱乡爱国

情感，如《路南县乡土志辑要》载: “当此外侮日亟

之 时，增 强 爱 乡 之 心 也，就 是 爱 国 心 的 礽

步。”［4］( 乡土历史大纲P． 2)《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编辑

大 意”直 指: “是 编 为 引 人 之 乡 土 观 念 而

编”［5］( P． 2) ，而《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也直言:“盖

将有 来 者 焉，爱 国 爱 乡 之 观 念，或 赖 以 不 息

乎。”［6］( 序言) 当时本区大多数乡土志序言都会点明

编撰乡土志的目的即为培养和延续国民“爱国爱

乡之观念”，这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迫切、最真实的

需要。
乡土志的“跋”也是对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

爱国主义观念直抒胸臆的部分。当时本区写有

“跋”的 乡 土 志 甚 少，仅 有《路 南 县 乡 土 志 草

本》［7］、《路 南 县 乡 土 志 辑 要》［4］、《中 江 县 乡 土

志》［8］、《大邑县乡土志》［9］、《灌 县 乡 土 志》［10］、
《巴塘盐井乡土志》［6］、《新都韵言》［11］、《巫山县

乡土志》［12］ 等 8 种。但在这为数不多的乡土志

“跋”中，也透露出作者御辱雪耻的真切期望和爱

乡爱国的浓郁情感。如《巫山县乡土志》“跋词”
云:“何日遂得红旭升殄，消瘴共癘，我才愧马班聊



舒愤懑气”［12］( 跋) ，洗雪耻辱、期待光明的呼声实

为时代之强音。《中江县乡土志》“跋”曰: “欲自

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其可得乎，所愿有志之士

急起直追，以开通为抵制，将见英华富于一乡，名

誉盛于一国，而影响亦遂及于天下，富强之基宁不

在此耶。”［8］( P． 282) 呼吁有志有才之士奋起直追，挽

救民族危亡，应对商战，使中国能够“自存于竞争

剧烈之世界”。这其中包含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和浓烈的爱国情感。
另，在一些乡土志的行文过程中论及某方面

内容时也会凸显此鲜明观念。如《腾越乡土志》
“商务”部分的论述处处都有“欲挽回权利，安可不

谋补救之法乎”［13］的类似叹息，显示作者对该县

贸易状况恶化的担忧，表现出浓浓的爱乡情怀。
《乐至县乡土志》在介绍“小学教授法”时不惜笔

墨叙述“漂流在外的老乡见面必谈家乡之事”的实

例后，指出“小学校之教爱国心，专就其爱乡土心

以推至于国家。”［14］( P． 3) 这也表达了该乡土志作者

深深的爱乡之情和强烈的爱国观念。

二、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

时代的飞速发展推动着当时国人思想观念的

进步，对本国和自己家乡的认识与对世界的认识

逐渐紧密结合起来，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本土意识，

不再固步自封、保守自闭，而是以更广阔、更先进

的世界眼光看待国家的发展，以更开放、更包容的

姿态接受先进文化，这种因时代更替带来的进步

思想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随处可见。如《蒲江乡

土历史读本》的“编辑宗旨”就有一条: “篇中言本

境，间及中外国度民质，俾小学读之，略具世界眼

光。”［15］此言直截了当点明，该书所撰内容增添了

国外的知识信息。《元江乡土韵言》云:“今之士大

夫亦当纵谈五洲万国矣”［16］，作者提倡国人应关

注“五 洲 万 国”的 国 际 形 势。《中 江 县 乡 土 志》
“跋”曰: “间当博览译书，而知西人游历之所及

……”［8］( P． 282) 作者强调通过翻译、博览西方著作，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而求得本国的发展，并以“优胜

劣败”观点提倡将国家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

环境之中，反映了当时文人官绅已具备放眼世界

的意识，这是时代发展的召唤。
近代，各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大量白银

外流致使国人认识到“商战”对维护国家经济利

益、政治利益的重要性，本区乡土志亦同样有记

载。如《金堂县乡土志》“商务”部分开篇即云:

“今日之天下，一商战之天下也。”并在分析了外国

列强致富强大的原因和我国遭受经济侵略的事实

后倡导:“惟有推广商务，以与彼族互市，尚可挽回

利权，不可谓非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也。”且根

据“金堂为蜀西小邑，僻处一隅”的实际情况，以开

阔的眼光提出金堂县对外贸易的途径［17］( P． 75) ，可

谓商业思想丰富、通商意识强烈，思想进步、眼界

开阔。《丹棱县乡土志》“地理绪论”言: “方今朝

廷励精图治、锐意富强，学校之科，先重地理，地理

志学，先从乡土。凡欲民知本境之孰利孰弊，而后

知外国之孰盛孰衰，相与竞争，富强也。”［2］( 地理卷)

此表明作者希望通过乡土地理知识的传授，使国

民了解本地的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掌握外国列强

的发展局势，这样才能与之竞争而达到富强中国

的目的，映射出那个时代国人放眼世界的强烈意

识。

三、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

的近代化内容丰富

清末，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认真思考救亡图

存之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风靡一时。
故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乡土志因时代需要，

非常注重对诸如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交通通讯、
文化教育等内容的编撰。

如政治管理，当时本区乡土志中在政治管理

方面最能反映本区近代化特色的是行政机构的变

化和警察制度的设置。就行政机构的变化而言，

《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18］、《云县乡土教材》［19］、
《平彝地志资料表册》［20］等的编写内容尤其突出。
《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第十二课记:“光绪二十七

年典归阖县，现改为学堂矣。”［18］( P． 8)《云县乡土教

材》第十二课在叙述了该县从明代到民国时期行

政区划的历史演变过程后云: “民国二年，易州称

县，改知州为县知事，吏目为县佐( 或称分治员) 。
十七年又改县公署称县政府，知事称县长。二十

一年废除猛麻县佐，二十八年，裁民、财、建、教四

局归并县府，设五科( 三) 办事。”［19］( P． 30 － 31)《平彝

地志资料表册》“十五: 政治”则直接以《云南省平

彝县官署表》( 民国十二年) ［20］呈现了该县各行政

机关的所在地、长官名称、职员数、书记数、警察丁

役人数、一年度入出经费数等信息，且其中的检查

局、商税局、警察事务所、县议会、劝学所、实业所

等都是近代中国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而设置的行

政机构。不管是牟定县的“典史署”被改为“学

堂”，还是云县的“州”改称“县”及其官员“知州”、
“吏目”改为“县知事”、“县佐”，抑或是平彝县设

立的检查局、商税局等政府机构，都是当时西南地

区乡土志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学习西方先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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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验的时代特色之表现。
另就警察制度的设置而言，当时本区乡土志

中亦有颇多记载。如《江津县乡土志》载:“光绪三

十一年，知县龚宝琅( 湖北监生) 奉文将保津营改

办警察。”［21］( P． 13)《晋宁乡土志稿》记“三街闗圣宫

设警察局”［22］，都记载了当时本区警察制度的创

建情况。此外，《江北厅乡土志》［23］、《牟定乡土地

理志初稿》［18］、《册亨县乡土志略》［24］、《昆明县地

志资料》［25］ 等都从人员配置、武器配备、日常工

作、重点事务等方面介绍本地的警察制度建设概

况。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具有职能独

立化、机构专门化、管理法治化等特点，受到当时

本区乡土志作者的关注，故此种学习西方先进政

治管理经验之举成为乡土志记载的重要内容。
经济管理是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载的另一重要

内容，然又以交通通讯和农业经济管理的记载最

为突出。在交通通讯方面，贵州地区乡土志的记

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较为系统。如《贵阳乡土

地理》第一编“本国地理概要·交通”一项，就有当

时交通通讯概况的介绍。该项内容细分成航路、
铁道、汽车路、邮务、电信、航空等 6 个方面，“铁

道”内 容 最 为 详 尽，不 仅 列《全 国 铁 路 一 览

表》［26］( 第一编P． 18 － 19) 呈现当时中国铁路的修筑情况，

而且还注明“已成铁道全部通车者”和“未成铁道
( 勘定路线或已兴工或有一部分通车者) ”的铁道

线名称、起终点、路权、里程等情况; 同时还记“如

滇 越、龙 州、南 满、安 奉 皆 外 人 自 办 者

也。”［26］( 第一编P． 19)。《榕江县乡土教材》“交通”部

分就对该地邮政和电政线路有详细记载:“榕江邮

政辟有邮路五条……电政方面，有电报线三……
长途电话，有通三合、都匀，通丙妹、福禄，通黎平

等地。县府方面，设有乡镇电话……”［27］( 第六章) 较

为系统地呈现了该县邮政、电政全貌。当时记载

贵州省交通通讯情况的乡土志还有《册亨县乡土

志略》［28］、《定番县乡土教材报告》［29］、《石阡乡土

教材辑要》［30］等。
另，云南省记载交通通讯相关内容的乡土志

也比较多。如《路南县乡土教材辑要》地理卷第五

节“交通”开篇即云: “本县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

路又分为大路、公路、铁路三种，交通状况正在改

进与变迁中。”［4］( 地理卷P． 13) 且附“路南公路、铁道

图”。《滇志韵语》以: “光绪十二年，设局安电”
［31］( 卷下P． 10) 为开端详细介绍了该省的电讯线路概

貌，又以“近有铁道，箇路等零”［31］( 卷下P． 11) 开始介

绍当地的铁路建设情况。
又，四川省乡土志对近代交通通讯也有一定

的记载，且信息量大、内容翔实。如《绵竹县乡土

志》的一条“例目”载: “铁路工程表附租股局，为

儿童预计路线里数、价值以啟将来同谋公益之举，

并使本县出股者知其大概。”［32］( P． 2) 在正文部分则

罗列了该县所修铁路的路线及其地理位置、难易

程度、所需经费等情况，甚为详备。《四川乡土常

识》“交通”部分首言云: “现在川省交通，约分属

水道、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六种”［33］( P． 43) ，

随后则分别记述六种交通类别的具体建设和发展

情况。《泸县乡土地理》“交通”部分还附有质量

较高的地图，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电话、电报地图和

邮政地图。
前列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都是交通

通讯近代化的产物，而当时本区几乎 50% 的乡土

志都对此有所记载，充分证明清至民国时期西南

乡土志体现该时期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管理经

验的近代化特色甚为突出。
农业经济管理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经验的又

一项重点内容，同样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多有记

载。如《大邑县乡土志》“大邑新政”之“蚕桑”部

分，记载了近代大邑县政府面对本地蚕丝业落后

于绵州、仁寿等地的情况，采取诸如编辑刊印养蚕

技术书籍和订立并实施《蚕桑新法》、捐发蚕桑秧

苗、加强相关宣传教育等措施，以推动当地蚕桑业

进步的事实［9］( P． 403) ，充分体现了该县推行种桑养

蚕技术的近代化经济管理手法和特色，这从又一

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南乡土志近代化内容之丰富。
文化教育是该时期本区乡土志所载当时中国

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又一重要内容，而新的办学

形式、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的记载所占比

例相当大，其突出表现为大多数乡土志在教育部

分都有“学堂”一目，并以各种方式录入各类学堂

的名称、位置、学生人数等基本情况，表明各地学

制改革的成效。如《新宁县乡土志》“第八类实

业”的“第一款: 士之实业”谈到: “本境士类分旧

学、新学两派……新学派约四百余人，以科学为宗

旨，或入初级小学，或入高等小学，或赴郡赴省从

师，率 皆 讲 求 时 务，蒸 蒸 然 一 文 明 进 化 之 机

也。”［34］( P． 309)《宣威州乡土地理》第十一课“学堂”
云:“城内有初等小学堂二堂，高等小学初级、师范

各一堂，皆就榕城书院改设，而益以考棚等处为校

舍，规模尚觉雄壮。”［35］( 地理卷·第十一课) ，并附有“宣威

州治学堂全图”，均较为翔实地反映了当时本区办

学形式的变化情况。
另，当时本区至少有 60% 的乡土志反映了教

育观念的近代化更新。如《灌县乡土志》序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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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读经不求之实践，阅史不征诸实

用”［10］( 序言) 的不良现象，《双流县乡土志》的“双流

之实业”指 出 旧 学 有“用 非 所 学、学 非 所 用 之

弊”［36］。既然旧学弊端重重，《大邑县乡土志》就

提出“殆我中国讲求实学之权兴欤”［9］( P． 346)。而
《巫山县乡土志》则提倡: “变古校为今校，本旧学

为新学，革 新 以 振 兴 学 校，为 普 通 学 以 培 植 人

才。”［12］( 例言)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势演变，国人的

教育观念已明显变化。1949 年陈宗棠所撰《四川

乡土常识》“弁言”开篇即云: “智能培育，重在实

用”［33］( 弁言) ，可见当时本区乡土志非常关注实学观

念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深刻影响。
如《乐至县乡土志》有一与众不同的内容———

“小学教授法”，该法表明: 1． 小学课程分地理、历

史、理科等“实质”科和数学、语言等“形式”科。
由此可知，清末实行的新教育讲究“实学”，说明其

教学方法应有别于传统儒家的教学方法; 2． “实

质”科采用的是“实质”教授法，即直观教授法; 3．
地理、历史、理科等“实质”学科的教学方法应该摒

弃之乎者也的死记背诵、空谈理性的高论阔论，而

强调实行由近及远的教学原则，这是实行西方教

育家所 提 倡 的、符 合 儿 童 心 理 特 点 的 直 观 教 学

法。［14］( P． 1 － 4)《大邑县乡土志·序言》云: “夫理莫

切于浅近，物必始于细微，积点而成线，积线而成

面，积面而成体，胥是道也”［9］( P． 346) ，精辟概述了

由近及远、积少成多地积累儿童乡土知识的直观

教学法。反映当时小学新教学方法的乡土志还有
《新 平 县 乡 土 志 合 编》［37］、《禄 劝 县 乡 土 志 合

编》［38］、《元谋县乡土志》［39］等，均从教育的角度

体现了当时本区乡土志学习先进国家教育文化、
追赶世界发展进程的浓郁时代特色。

再如生活习俗。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

流越发频繁，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融入了许多西

方文化元素，形成较多中西合璧的新习俗，这些均

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有所体现。如《惠水县乡土

教材调查报告》第九章“社会习尚”记:“本县各机

关一致改用阳历”。作者说明了阳历的特点、运用

方法，在比较了阳历和阴历的异同后认为，阳历
“对于国际方面、民生方面以及国家预算等事项，

均有莫大之效用”［40］( 第九章第二节)。《楚雄县乡土志》
“卷中”第三十九课曰:“今士兴学堂，农务蚕桑，女

学织机，工成良技，商勤贸迁，而纸火道场渐就消

灭，庶几自强有基矣。”［41］( P． 1351)《牟定乡土地理志

初稿》第三十九课“风俗”中记载了一条有关解除

缠足陋俗的信息: 缠足绝大弊俗，半多主于妇人，

女学之不兴，此风难绝矣。［18］( P． 26)《路南州乡 土

志》“商务”载: “蒙自运入之洋缎、洋绸，岁三百

匹。”［42］《元谋县乡土志》“商务”记: “境外运入货

物 则 以 布 帛、盐 为 大 宗……洋 烟 则 由 姚 州 运

入”［39］( 商务)。《新繁县乡土志》“洋广杂货”云: 洋

缎、洋布、洋靴、钟表、烟灯、烟盘等物，“民间随时

购诸省城，约计共二万余金之数”［43］( P． 51)。无论是

对使用西方阳历的大力提倡，通过“兴学堂”等措

施消灭“纸火道场”等旧风俗，还是倡导通过兴办
“女学”等方法改变妇女缠足之陋习，以及国人对

外来“洋货”的广泛使用等成为当时本区乡土志记

载的重要内容。

四、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

近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特殊时代，当时地理、
历史、国文、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教育饱含注重

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而作为乡土教

育的教材，乡土志也受此风的深刻影响，因此，当

时本区的乡土志从“序言”、“凡例”或“跋”到各项

具体内容的编写都融入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思想。
如绍曾所撰《大邑县乡土志》序言开篇即慨叹:“呜

呼三代而下，学术之日流于伪也。”继而回顾了中

国学术发展的历程，认为时代变迁应“求为有用之

学”，于是号召:“方今泰东西各国崇尚实学……以

抒其爱国之热忱，所以国势愈强而学术蒸蒸日上。
我支那为文明最古之国，相形见绌，瞠乎其后，然

后叹实学之不可不讲也。”［9］( P． 346) 绍曾是一个思维

开阔、观念先进的地方官员，他看到当时中国学

术、教育的落后状况，也敏锐洞悉西方各国能够

“蒸蒸日上”是因为“崇尚实学”，故而发出“实学

之不可不讲”的号召。《安岳县乡土志》“凡例”有

两条内容，一是:“物产、商务为类，至赜销路甚广，

兹仅就调查所得及各地报告计之，其中错谬之处，

不知几许，心虽不安，然亦无可如何也。”二是:“山

水地理道路皆康映奎所亲历，游艺圃亦分道测量，

跋 涉 之 艰，莫 能 名 况，瘁 特 为 标 出，以 誌 勤

劳。”［44］( P． 3 － 4) 前一条凡例表明作者处理物产、商

务这类内容时的依据是“调查所得”和各地呈上的

报告，且没有做任何更改，即使有“错谬之处”的担

忧，但总比无凭无据胡乱编写更为求真务实。后

一条凡例说明此乡土志的山水地理道路等部分信

息是调查者康映奎亲自考察所得，考察过程十分

艰辛，难以言表，更透露出此乡土志的调查者和编

撰者注重调查的求实作风。
乡土志为实现晚清政府提倡“新学”的改革目

的，所编内容、特别是作者所处时段而发生的事情

都要求据实调查，不能只依赖于旧志旧史，故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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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大多数乡土志都会把调查所得的各项信息编

入其中。如《册亨县乡土志略》第七章“教育”所

载 内 容 丰 富，既 有 《册 亨 县 学 校 调 查

表》［28］( 第七章第一节) 呈现该县各学校的名称、校长姓

名、教员人数、学生数、设备情形、经费概况等信

息; 又有《贵州省册亨县各区私塾及教会学校一览

表》［28］( 第七章第二节) ，展示该县私塾的塾师姓名、塾

师学历、地址、学生数、全年所收学费、书籍等情况

和教会学校的地址、学生数、收费等情况。前者名

为“调查表”，可推断其中的信息应为调查所得; 后

者虽名称中无“调查”二字，但因所编私塾内容详

细，而所示教会学校为近代新兴学校，旧志中不会

有相关记载，无法转载引用，据此推测此表信息也

应为调查所得。该乡土志作者通过切实调查而获

得该县各学校的信息和数据，不是引用旧志，或者

凭空捏造而成。又如当时贵州省编成的乡土志虽

为数不多，但因战争内迁至贵州的高校、文人给该

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

风，故而当时贵州省乡土志都非常注重实地考察，

编撰内容大量引用调查资料，甚至编写而成的乡

土志书名直接以调查报告命名。如《定番县乡土

教材 调 查 报 告》［29］、《惠 水 县 乡 土 教 材 调 查 报

告》［40］等，总体质量较高。在这些乡土志中，处处

可见考察调研所得的信息，如《惠水县乡土教材调

查报告》第一章“地理”中的第五点“气候”记载的

该县的年平均温度、年最高和最低温度、降雨季、
霜期等都是经过“可靠之测验”而得［40］( 第一章) ，足

见该乡土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定番县乡土调

查报告》中各类调查数据表格多达 96 个，而诸如

男女鞋式、长衫、短装、头巾、女子缠足、苗族服饰

等插图达 53 幅［29］，虽然其数据不一定全部准确可

靠，插图不一定非常精美①，但能够充分证实编撰

者调查的内容全面丰富、调查的工作踏实到位。
当然，云南、四川和重庆也同样受此风影响，在其

乡土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上述表明，当时这种求真务实之风不仅提升

了本区乡土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开创了近

代教科书编写的新模式，更充分彰显了当时本区

乡土志注重实地调查、讲究实学的浓郁务实之风。

五、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

危机感强烈

近代外敌不断入侵，特别是抗日战争，令中华

民族时刻持有强烈的战争危机感，不论是政府还

是民众，都期望通过各种方式凝聚民族精神，团结

一切力量御敌抗战。正如《石阡乡土教材辑要》的

作者杨大恩作“自序”时所呼吁: “矧值抗建时期，

为持久抗战计，在教育方面，宜注重历史、地理、人
物志，及民族先烈事迹，以期提高民族意识，增强

抗战 力 量，则 乡 土 教 材 又 有 积 极 提 倡 之 必

要!”［30］( 序) 正所谓抗战应以“提高民族意识、增强

抗战力量”为根本，人人都应为国出资出力，甚至

捐躯。这在当时本区其他乡土志中论述颇多。如

鸦片会导致吸食者身体败坏、精神萎靡不振，禁烟

成为抗战御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在民国时期乡

土志中反映尤为突出。如《定番县乡土教材报告》
对禁止鸦片种植和吸食的记载就较为详备，其第

九章“政治”的第九条“禁烟工作”，便对定番县的

鸦片种植情况、吸食鸦片的人数及国民政府的禁

烟措施等情况进行了总体介绍，其原文提供了四

个信息: 第一，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烟治罪暂

行条例》，制定了有关禁种鸦片的具体法令，严格

执法、惩治种烟违法者，必有较大的震慑威力; 第

二，定番县府制定了禁种鸦片的积极措施，如将种

烟地亩改种粮食或经济作物等; 第三，定番县政府

加强禁种的监管，即随时派人员巡查等; 第四，禁

烟工作成效良好，经过各项法令、措施的实行，大

多数地区已经禁种烟苗，只存在“在五、六两区边

儌地带，交通困难，县府从未有人履勘，故该两区

人民，仍有不少偷种者”的情况［29］。由此足见当

时定番县禁烟的广度之大和力度之深、成效之明

显。通过禁烟，到 1940 年西南三省的鸦片泛滥得

到一定的遏制，禁烟收到相当效果，特别在城市和

交通较发达地区更是如此。②当然，后来由于多种

原因西南地区又开放禁烟则另当别论②。该时期

贵州省记载禁烟相关情况的乡土志还有《贵阳乡

土地理》［26］、《榕江县乡土教材》［27］、《惠水县乡土

教材调查报告》［40］等，足以体现民国时期贵州乡

土志非常注重记载禁烟运动的相关情况。与之形

成强烈反差的是，清代本区乡土志更关注鸦片的

种植和销售问题，反映晚清时期鸦片种植和贸易

的合法化。如《新津县乡土志》在“物产”部分提

及有鸦片的种植情况: “山地多植红白苕及地梨、
鸦片，木多樅树。”［1］( P． 48) 而《江津县乡土志》对该

县鸦片烟的销售情况记有一条: “一曰鸦片烟，江

津出产除出境外，本境销行每岁约计千余担( 每担

百斛) 。”［21］( P． 107) 清末本区乡土志关注鸦片的种植

和贸易问题，而民国时期本区乡土志则更注重禁

烟问题，鸦片由清末合法化到民国非法化的转变

正好体现了全民“凝聚民族精神、御敌抗战”这一

鲜明的时代特色。
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疫情严重、物质匮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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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慈善运动也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
御敌抗战的重要方面，当时本区乡土志此项内容

的记载也非常丰富。如《册亨县乡土志略》第六章

第二节“义仓”，简明扼要地呈现了该县义仓的数

量、分布、存谷量等情况 ［28］( 第六章第二节)。又如《定

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第九章“救济工作”所提

到的县立救济院、战地儿童保育院等机构是政府

组建 的 慈 善 机 构，且 发 挥 了 一 定 的 救 济 作

用［29］( 第九章)。再如《平 彝 县 地 志 资 料 表 册》专 列
“各 卫 生 慈 善 局 所 名 称 所 在 地 及 办 法”一

目［20］( 十八) ，说明卫生慈善局在当时也发挥了一定

作用。
从关注鸦片种植、贸易的记载到“禁烟”记载

的大量出现，从县级义仓的数量、存粮量、分布等

的详叙到对“救济院”、“战地儿童保育院”、“卫生

慈善局”等慈善机构作用发挥的记述，无一不是当

时本区乡土志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

时代特色的具体反映。

注释:
①张新民先生认为《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由于时间仓

促，涉及面过于宽广，多数资料仍未经最后核实，错讹遗漏之处颇

多，描述深度亦嫌不够。”( 张新民: 《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

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证》，《贵州民族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②黎虹认为西南地区由于政府官员和地方军阀的知法犯法等

原因，最终导致本区开放禁烟。( 黎虹: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

社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 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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